




华人移民所到之处多形成各个规模不一的市镇或聚落。
出现“考”、“公”者为男性，出现“妣”、“氏”者为女性。无前述字眼者也多能从名字中判定墓主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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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的人口普查虽然也出现以市镇为单位的空间资料，但仅限于人数、男女及户数的统计。 (Vlieland 
1932：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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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开埠时称“伊斯干达布特里”(Iskandar Putri)，1866 年才正式改称“新山”（Johor Bahru）。
“天猛公”（Temenggong） 是传统马来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官职。从马六甲王朝以至 (旧) 柔佛王朝时
期，其在朝中的地位便仅次于苏丹底下的丞相(Bendahara)。天猛公相当于现代的内政部长以及总督，
主要负责管辖区内的司法、治安、防御、外国(商)人事务和贸易商品的税收等。（Trocki2007: 24-25）
 “港主制度”(Kangchu System) 是一种开垦制度，向天猛公取得港契 (Surat Sungai) 的华人领袖称为 “港
主”，他们在柔佛特定许可地区内进行土地开发与生产，种植甘蜜、胡椒，该地区也称为“港脚”。港主
拥有港脚地区经营鸦片、酒、猪肉、妓院、典当、赌馆等生意的专利权。此外，天猛公也将许可区内
的治安、税收、行政等管辖权全权交由华人管理，而华人则须定期向天猛公纳贡。
义兴公司属洪门会的一支，在南洋各地都拥有分支，势力庞大。在新加坡，义兴公司共有潮郡义兴(Tie-
Kun Ghee Hin)、福建义兴 (Hok-Kien Ghee Hin)、琼州馆义兴 (Hailam Gee Hin）、福兴 (Hok Hin）、 广福 
(Kwong Hok)、松柏馆 (Siong Peh Koan）、广惠肇 (Kwong Hui Siau)、义信 (Ghee Sin)、义福 （Ghee Hok）等
分支，（Pickering, 1879) 每个分支组成的方言群都不一样。
港主法令第十三条：“港主须遵守先王所颁布之命令，不得于义兴之外，另立会党。”-Law of the Kang-
chus/ Kanun Kangchu，1873 (许云樵，1977）
指热带栽培园。
一般相信，“㳉”墓与早期反清复明的会党有关，虽然19世纪中后期的会党并无反清意识，但仍以“㳉”为
重要的符号标记。由于义兴为柔佛唯一受认可的会党，因此相信“㳉”墓的墓主与义兴有密切关系。更
多“㳉”墓与义兴关系的讨论详见：白伟权（2013）,〈绵裕亭义山的“㳉”墓〉,《九鼎传薪，世代为公：
新山中华公会九十周年纪念特辑》，页 449-463。新山：中华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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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绵裕亭义山现今的位置
说明：转绘自1944年的新山市区图（Johore Bahru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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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块两夫妻合葬的墓算为2个墓穴。



表1： 绵裕亭义山墓碑调查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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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裕亭 1,358 353 1,005 74.0%
哥打路义山 41 22 19 46.3%
《新山先民碑文名表》 288 156 132 45.8%
总数 1,687 531 1,156 68.5%

ᰶ᩵ᵤ᱙



图2： 1861 年至 1942 年绵裕亭义山墓碑数与帮群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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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相信乾坤公司的“乾坤”一名，其实有着“天”乾“地”坤的意义，因此与柔佛唯一受政府认可的天地
会组织—义兴公司有关。
在一些无文献资料的小镇，这样的墓碑资料也常被用来作为该地开辟时间的参考。
马来亚各地的义兴组成成员各不相同，以新山对岸的新加坡为例，当地的义兴主要可分为潮州、福
建、广府、海南、客家五个派系。(Vaughan 187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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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
│

1880年

墓
碑
个
数

35 2 1 0 1 0 2 0 0 0 0 4 0 0 45 42 23 548

％ 77.8 4.4 2.2 0.0 2.2 0.0 0.0 0.0 0.0 0.0 0.0 8.9 0.0 0.0 100

1881年
│

1900年

墓
碑
个
数

63 23 3 0 8 0 9 3 0 1 0 3 0 0 113 95 49 516

％ 55.8 20.4 2.7 0.0 7.1 0.0 8.0 2.7 0.0 0.9 0.0 2.7 0.0 0.0

�

100

注一：表格是以祖籍作为分类依据，但祖籍地的分类无法凸显出口操客语移民的身份，故本研究将分布 
          于闽、粤各地的客家人独立分类。客家的认定依据主要来自操客语方言者聚居的祖籍地，如惠
           州、大埔县、陆丰县、梅县等地。
注二：由于许多墓碑为合葬性质，故会出现一个以上的名字。墓碑一般并不标明墓主妻室的祖籍地，
          由于早期社会帮群间通婚的情况较少，故上述以祖籍为调查的单位并不考虑墓主妻室的祖籍，而 
          以墓碑个数的家户祖籍为准，性别则另做统计。
注三：性别比中，采用男性 = 1000人为基数，是以1921年英属马来亚人口普查的性别统计为依据。

资料来源：2010年 2、7、8、9月田野调查

1、 1861—1880年：
        在此期间使用义山者有45个样本，当中近80％为潮州籍，其他帮群仅有10个，即客家4
个，福建2个，海南1个，广府3个，17 比例相当悬殊，可以反映当时新山华人社会几乎由潮
州人所组成，其他帮群比重很小，是一个相当单纯的潮州人社会。此外，在男女性别比例
方面，可以发现这时候的社会以男性居多，性别比例差距大，说明前来工作者多为男性，
新山呈现了典型性别比例悬殊的移垦社会特色。18

表2： 19世纪绵裕亭义山内墓主的祖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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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福建人主要指来自 (清代) 福建省漳州、泉州两府，讲闽南语的移民；广府人主要指来自 (清代) 广东省广 
       州府、肇庆府、高州府，讲广府话的移民。
18   移民比例高、男多女少等都是移垦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李国祁 1978：135)

在 19 世纪新山华人人口的组成上，可分作以下两个阶段来谈：(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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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新山开埠初期，草莱初创，人口死亡率必定趋高，故这期间的墓碑数
理应较多，但事实却不然，此一事实除了反映当时新山人口规模较小外，也可能显示并非
所有死亡的人都有能力设立墓碑。一般而言，在移垦社会的拓垦初期，许多拓垦者死亡后
经常无法得到妥善安葬。（林富士 1995：43-46）就新山而言，拓垦初期许多无家无业的
苦力劳工，去世后并无后人收殓，常常被路死沟埋，草草下葬。这些被草草下葬的底层人
士，有的后来被所属的组织收纳于总墓之中，一些没有被组织收纳者，则可能零星分布于
绵裕亭的无名墓中。19

        这些无名墓是由后人发现骨骸而立，它们并没有标示任何的名字以及组织名称，有的
看似个人冢墓，有的则是集体冢墓。（表3 照片1）因此相信它们未能有效地受到各社会组
织的照顾，以致身后事的处理与一般人不同。地方无法妥善处理丧葬事宜的情形，或多或
少也与地方开辟初期，会馆等社会组织的照顾机制尚未发展健全、成熟有关。

19   后来由于有的人下葬于此地，在挖掘墓窟的时候发现这些遗骨，故将先人下葬立碑的同时，也同时为此
      遗骨建立墓碑，置于墓旁，日后在扫墓时共同祭拜及修葺。(照片 1)

表3： 绵裕亭义山内的无名墓

වⶾऺ⼝ ᪝䛼 ᕔ䉕

古人之墓 2 个人冢墓
古人墓 10 个人冢墓
古先人之墓 1 个人冢墓
先人之坟墓 1 个人冢墓
各位良友之墓 1 集体冢墓
百姓公之墓 1 集体冢墓
男女百姓之墓 1 集体冢墓
众位公妈 1 集体冢墓

资料来源：2010年 7、8、9月田野调查



照片 1：与一般墓共同建立的“古人墓”
拍摄日期：2010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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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绵裕亭义山“㳉”字碑与一般墓碑的比较 (1861-1899)
注：1862、1863、1864、1865、1867、1868年无资料。
资料来源：2010年 7、8、9月田野调查

此时期的样本之中，可以发现墓碑标“㳉”字的比例甚高，由图3可以显示接近半数 
（26：45） 的墓主都可能与义兴有关，这种现象在19世纪尤其显著。田野中所发现的“㳉”
墓共有155个。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㳉”字墓碑中，潮州籍的比例极高，共有94个，占约
90%。除了潮州人之外，其他祖籍者的“㳉”墓仅分别为琼州3个；福建2个；客家2个；雷州
1个；老港1个；其余无法辨识及无标示祖籍者有52个。21 有趣的是，在新山位居第二大帮
群的广府人竟无一人在墓碑上使用“㳉”字，故可能原因是广府人与义兴较无关系，并未加
入义兴的社会体系之中。

此外，19世纪晚期的义兴领袖，反清复明的会党色彩已经减弱，且有向清朝输诚的
趋势。佘勉旺和佘宜炎两个具影响力之义兴领袖的墓碑，证明了此一论点。佘勉旺是新加
坡义兴公司宗祠所供奉的72个神位之一，其牌位刻上“明勋义士讳勉旺佘府君禄位”，（庄
钦永 1996：48）但在绵裕亭义山的佘勉旺大墓却与一般义兴成员的墓碑不同，既没有惯
用的“天运”年号，亦无“㳉”字标记，反而以“清光绪”为年号，更向清廷捐购了“儒林郎”的官
衔。（照片2）

佘宜炎 （佘壬癸，Seah Jim Kooey）为本义山信托人，也是新山经营胡椒、甘蜜贸易
的富商之一，（Colonial Governmen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75：L4）1886年与佘能财
（Seah Ling Chai）等人承包新、柔等地的鸦片饷码权。（Trocki 1990：192） 其在绵裕亭
义山的大墓同样无任何义兴公司标记，反而出现“诰授奉政大夫”的捐官纪录。（照片3）捐
官为当时富商为提高社会地位常见的做法，（颜清湟，2007） 原本具反清复明意识的义兴
领袖向清朝捐官的行为更凸显了这时期的义兴领袖较浓厚的商业色彩。 

21   事实上，在潮州人垄断的社会中，许多潮州人或许都已不标示祖籍，但为小心起见，本研究并不将之纳 
       入计算。倘若将之加入计算，则潮州“㳉”字碑的潮州人比例将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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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 佘勉旺大墓 照片 3： 佘宜炎大墓

拍摄日期：2010年8月8日、2010年9月18日

在整个19世纪当中，从“㳉”墓的分布情形，可以得知潮系会党义兴公司在当时潮州人
为主的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义兴对其他帮群采取开放的姿态，但除了潮州人
之外，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义兴以外的社会组织存在于19世纪的新山。新山人数零星的小帮
群内聚力强，这样的内聚力主要展现于他们各自为底下群体处理丧葬事务，进而自设总坟
之上。

广肇府列位先人坟墓 台山黄江夏堂总坟 客社总坟

胡梁伍列位先人坟 刘关张赵坟墓

照片4： 绵裕亭义山内19世纪建立的总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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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调查中，发现5个设立于19世纪的总墓 （照片4），它们分别为“广肇府列位先 
人坟墓”、“台山黄江夏堂总坟”、“客社总坟”、“胡梁伍列位先人坟”，以及“刘关张赵坟墓”
。一般上，总墓是人群组织将散布义山各处属下无人祭祀的孤坟及骨骸加以收集，或是将
属下无后人祭祀的牌位统一安葬，以在日后共同祭祀，是组织对属下成员的一种照顾机
制。

“广肇府列位先人坟墓”是地缘性的总墓，它并无标明确切年代，从名字上推知，它埋
葬了不少社会阶级较低的下层广府和肇庆劳工。总墓的出现，相信与1878年成立的广肇会
馆有关，是广府帮领袖为底层劳工提供的社会福利。

“台山黄江夏堂总坟” 22 为地缘与血缘性重叠的总坟，是埋葬广府台山黄姓人士的总
坟，由许多个小墓碑所组成，故性质有如规模较小的义山。其主体重修于民国十七年
(1928)，但其后面的墓碑当中，最早的墓碑年代为1888年。该总坟的设置相信与新山广府
台山籍大头家黄亚福有关。

“客社总坟”主要属方言群性质，是客家组织为其属下人士所设，为客社总理刘海锽领
导下建立。墓碑为光绪十四年（1888）重修，故在1888年以前，总坟便已存在，由此推知
1888年以前便有客家移民在此活动。

“胡梁伍列位先人坟”立碑于光绪十二年(1886)，是胡、梁及伍姓人士所有。此三个
姓氏因拥有共同的堂号（安定堂），故依此而相互凝聚；“刘关张赵坟墓”重修于壬辰年
(1892)，是刘、关、张、赵四个姓的人士所有。在马新地区，这四个姓氏的移民多组成“古
城会”的组织相互凝聚。这两个姓氏总墓的规模较其他地缘性总墓来得小，设计简单，往
后也缺乏修建维护，故相信这两个姓氏组织在当时的经济实力不大。目前这两个组织都已
没有在新山继续运作。

总体而言，这些总墓的出现，在某程度上反映了新山在19世纪便已经出现相当程度的
社会分化，从中也展现了这些人群组织的组织性。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的组织多以方言
群以及血缘的依据相互结合，尚未出现以业缘等其他属性的组织总坟。而从这些墓体的修
建规模看来，地缘组织较血缘性组织的经济实力来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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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义山调查中，能够反映19世纪帮群关系的资料主要有各帮群墓碑之间的分布关系、
义山管理者的身份以及各类总坟的发现。

 一般而言，马新地区主要有三种不同性质的义山，首先是血缘性的义山，如士乃的黄
氏江夏堂义山；再来是地缘性的义山，如麻坡广肇义山亭；最后则是跨地缘性的绵裕亭义
山。不同性质的义山象征着各种属性群体的互动与凝聚，因此义山往往被当作是检视一地
帮群关系的重要指标。

绵裕亭义山属于跨帮群性质的义山，在早期人们普遍按地缘和血缘各分气类的社会环
境中，绵裕亭的跨地缘性质，原则上代表新山华人社会整合的时间相当早。根据墓碑的卫
星定位资料，发现每个时期来绵裕亭下葬者均包含各个不同的帮群，但不同帮群的墓碑却
没有特定的空间集中趋势，各帮人士的墓碑零星参杂在潮州墓碑之中，此一事实似可反映
帮群间的分际并不明显。(图4)

22    台山黄江夏堂总坟原址由于1970年代末兴建火化场而迁往哥打路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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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861-1900年绵裕亭义山各帮群墓碑分布图
注：一点代表一个墓碑

然而，从义山的经营者和一些地缘总墓的发现，却似乎与一般“整合”的概念有所差
距。义山最初的设置与潮州义兴公司这一社群有密切关系。到了19世纪后期，此一结构并
无多大改变，根据1885年柔佛苏丹所颁发的土地使用权状，义山的产权由义兴公司的关系
单位—乾坤公司所有，其产业信托人 (trustee) 为3名潮籍领袖佘能财、佘壬癸以及Ku Kiak 23。
（吴华 2000：139）故此时期义山的控制权仍由潮州人所垄断，而此时期义山中的墓冢大
多属于潮州墓，其他帮群的墓尚属零星，这种现象到了19世纪80年代仍然显著，到了19世
纪90年代，其他帮群的墓才开始增多。

上述的发现显示的意义是，19世纪新山地区的华人社会，系以潮州帮群为主体，其他
小帮群则依附在潮州帮群之间共建家园。潮州帮以外的小帮群，或因为经济实力不足，无
法自立义山；或因人口规模不大，无需另设义山。更重要的是，新山地区的华人社会，在
义兴的领导下，潮州帮群并不排斥其他小帮群，小帮群也有融入大帮群之中，共同分享资
源的趋势。

喍ρ喎ᄼ㐀
总结19世纪墓碑资料的分析，发现：

1、 新山地区的华人社会，以潮州人率先移入为缟矢。移入者在潮州义兴的领导下，招徕华人劳 
       工，从事地方开发，并为自己和公司属下的劳工设立义山，作为往生以后的归宿。

23    由于三人为看似天地会有关的“乾坤公司”代表，且前两者（佘能财、佘壬癸）皆为19世纪末胡椒、甘
蜜的富商，而佘氏在19世纪的新山具有相当大的势力，佘能财的父亲为新山甲必丹佘泰兴。佘壬癸
曾向清朝政府捐购奉政大夫的官位，其父亲为佘勉都，与同时期的新山义兴领袖佘勉旺为同字辈的
族亲，故推测他们是义兴公司中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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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着移垦事业的展开，潮州以外的华人帮群也陆续移入，但人数较少。这些移民往生后，有  
       能力者安葬于绵裕亭，并有墓碑铭记；无能力的苦力劳工，有的路死沟埋，有些被帮群或其 
       他社会组织收葬于总坟中，如广肇府列位先人坟墓、客社总坟等。
3、 墓碑铭记显示，义兴公司在19世纪晚期的新山华人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其反清复 
       明的色彩减弱，义兴领袖已有向清朝政府输诚捐官的现象。
4、 19世纪末期的新山华人社会虽仍以潮州人为主体，但已出现小帮群和潮州帮群分享资源
       的趋势。

 

五、20世纪的绵裕亭义山与新山华人社会 

 进入20世纪，新山无论是社会或经济发展，都较19世纪来得繁盛的进步。根据官方统
计，当时移入新山的人口渐多，(Nathan 1922：85) 其他各帮群的比例也因此大增。在19世
纪独领风骚的义兴公司到了此时则因甘蜜胡椒的没落而导致势力大为衰退，(白伟权、陈国
川 2013：96）最后在英国的压力下被令解散。这时期的各帮华商则共组华侨公所，继续领
导新山华人社会，同时接管绵裕亭义山。华侨公所中，各帮领袖都有担任要职，（白伟权 2011：115）
从此组织结构能够看出，这时期新山华人帮群的分际已经减少。上述人口的变迁与帮群关
系的变化也能反映在墓碑的普查资料当中。

 
喍̭喎20̓㏗᫝ᆞ⮱ϧऐ㏱᜽̻፛㓑㐀Ჱ

 本研究将绵裕亭义山20世纪以后所出现的墓碑整理成表4，此一结果也符合官方资料
中新山人口的增加以及帮群比例逐渐缩小的趋势。(Nathan 1922： 85) 在20世纪新山华人人
口的组成上，可分作以下两个阶段来谈： 

表4： 20 世纪绵裕亭义山内墓主的祖籍来源表

批注与资料来源同表2



1、 1901—1920年：
在此期间使用义山者有354个样本，显见20世纪新山人口较之前有大幅增

加。当中潮州墓占25.4％、广府30.5％、福建17.8％、海南12.1％、客家5.4％、
福州5.4％、兴化1.1％、福宁州0.3％、其他 24 0.3％。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阶段
的潮州墓只比前一阶段的多出27个，相对地，广府墓则大幅增加了82个，使得
广府人的墓碑数超越了潮州人。但此一现象在下一个阶段（1921-1942）中，又
呈现逆转的趋势，因此估计为样本数上的误差。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潮州人的
主导地位明显淡化，他们在此期间已不是新山市街唯一的优势群体，其他帮群
的人口数也逐渐赶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大帮，如广府和福建帮。此外，也能
发现这时候新山市街的帮群杂异度较19世纪有所提高，性别比方面则无多大改
变。总体而言，迈入20世纪以后，新山出现人口大量增加、各帮群人口比例的
差距缩小，且帮群杂异度提高等的现象。这些现象展现新山地区的华人社会，
已逐渐呈现相当多元化的社会风貌。

 
2、 1921—1942年：

 这时期共有644个墓碑样本，在数量上几乎呈现倍数增加，显示新山的人
口规模再次大幅提升。其中潮州墓占了34.3％、广府19.4％、福建15.4％、海南
9.6％、客家10.9％、福州7.0％、兴化1.6％、广西0.8％和其他1.1％。这时期的
帮群比例跟前期相比，并无显著变化，各帮实力持续趋向平均。此外，20世纪
除了主要帮群比重差距缩小外，也发现新山五大帮以外的其他祖籍来源开始变
多，如河南、浙江、上海、江苏、槟榔屿等地。在性别比方面，这时期的男女
比例悬殊的现象有所缓和，女性人口比重提高，显见新山以男性为主的移垦社
会特质已在此时期逐渐淡化。

在上述新的时代里，由于各帮的兴起，也导致新山华人社会中，以潮州人
为绝对优势的帮群结构出现了变化。
 

喍ι喎20̓㏗වⶾ䉱᫆᝭ॵ⣝⮱⹫ч㏱㏴
 进入20世纪，随着橡胶产业的兴起，柔佛胡椒、甘蜜经济开始衰退，义兴公司在柔佛

的地位也大受打击，（白伟权、陈国川 2013：65-102）且在1916年遭政府勒令解散。义兴
在20世纪的失势也反映在绵裕亭义山的墓碑当中。据调查，20世纪刻有“㳉”字标记的墓碑
比例已在墓碑总数的增加下，大为减少，成为该罕见的景观，到了1910年代中期以后，甚
至几乎不再出现刻有“㳉”字的墓碑，显示义兴在社会上角色的淡化，此现象与义兴主导新
山华人社会的19世纪形成强烈对比。(图5) 因此可以得知，“㳉”墓比重在时间轴的变化，与
柔佛义兴的没落，以及胡椒、甘蜜产业的衰退有着高度的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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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包含暹罗等地。



 

此外，随着商业的发展，各帮人口逐年增多，在新山市街经营各种生意的各帮商人也
逐渐兴起，20世纪的新山已发展成为工商业社会，那么其商业活动必定较19世纪的拓垦时
代来得多元，分工趋向精细，而此时的义山也开始出现一些与行业相关的个人墓碑以及总
坟。

这些有标示行业堂号的墓碑之中，又以姑苏行最为显著。“夫姑苏同业，乃属吾粤之
酒楼茶室粉面熟食劳资双方联合组织”（黄国泉 1958：2）早期在酒楼从事煮炒餐饮的行业
称为“姑苏行”，“姑苏行”虽为业缘团体，但由于所参与者都是广府、肇府地区的移民，因
此也带有地缘的性质。本研究所搜集的4个姑苏行资料中，便有3个属于广府籍样本。（表
5）此外，在这些姑苏行业者的墓碑当中，都刻上了“慎敬堂”的字样。在现有的星马姑苏联
合总会（1958）的资料中，慎敬堂为新加坡姑苏行的堂号，25 新山则无专属的堂号及分堂
的设置，因此可以推知新山姑苏慎敬堂为新加坡的延伸，是新加坡和新山两地密切关系所
展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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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绵裕亭义山“㳉”字碑与一般墓碑的比较 (1900-1942)
注：1934、1938、1941年无资料。
资料来源：2010年7、8、9月田野调查

25   不同地区的姑苏行有着不同的堂号，马新地区的分堂包括：新加坡姑苏慎敬堂、吉隆坡姑苏慎忠行、  
      怡保姑苏慎全行、太平姑苏慎远行、槟城姑苏广存堂、马六甲姑苏慎兴行。新山没有专属堂号，但根 
      据墓碑调查，葬于新山者都属“慎敬堂”，因此新山为新加坡慎敬堂的延伸。

ㅺ䉜 ᎡА ༀऺ ิ∕
顺邑 (广州府顺德县) 宣统三年六月(1911) 龚永 姑苏慎敬堂
番邑 (广州府番禺县) 辛亥年元月(1911) 吴添 慎敬堂；孝男亚伦
香邑 (广州府香山县) 民国元年十一月廿二日(1912) 冯浩 慎敬堂
西南 (地点不详) 民国八年十月吉日(1919) 杨廷初 慎敬堂

-- 民国十年（1921） 姑苏大总坟之墓 慎敬堂立

表5： 绵裕亭义山中与姑苏行有关者之墓碑

资料来源：2010年7、8、9月田野调查



目前新山虽然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当地姑苏组织的活动，但绵裕亭义山的墓碑却揭露了
新山广（肇）府人所垄断姑苏行的事实。到了1921年，新山广府系的姑苏行已经有组织性
地为底下无后人祭祀的成员设立“姑苏大总坟之墓”。（照片5、6） 

除了酒楼煮炒的姑苏行以外，1903年还有以“梨园”为抬头的墓碑，26 梨园指的是戏班
行业。绵裕亭义山也出现一些性质不明的堂号，如厚福堂。27

        上述所出现的业缘团体主要属餐饮娱乐等服务业性质，如酒楼、戏曲等行业，是第三
级产业在1900年代前后在新山发展下的结果，显示新山商业的繁盛已较19世纪更为显著。
 
喍̶喎��̓㏗වⶾ䉱᫆᝭㪡क़⮱፛㓑ڠ㈨
        20世纪新山华人社会内部的帮群关系主要表现在义山各帮群墓碑的空间分布、五帮领
袖共同祭拜的“明墓”，以及这时期义山管理者的身份等面向之中。
         在本节的第一部份已藉由墓碑得知新山华人社会在帮群组成上，各帮人口比例开始持
平，过去几乎为潮州人的小汕头特色已逐渐淡化，各帮群整合与否的问题，按理也应在此
出现。
        一般上，在市镇帮群人数众多，且各帮势力相当的情况下，多半会出现以原乡地缘为
单位的义山，28 根据前面义山调查及官方档案所得出的人口资料，20世纪的新山各帮显然
已经具备各自独立的条件，但并未有群体另辟土地，独立设立新的义山，绵裕亭义山跨地
缘的特色仍然维持不变，且义山内部不同帮群的墓碑也混合分布，空间上并无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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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日期： 2010年9月15、16日

照片5： 姑苏大总坟之墓 照片6： 祖籍番禺的慎敬堂冯浩之墓

26    墓主为梁叙，祖籍为粤东冈州。
27 义山有两个厚福堂墓碑，一为1909年祖籍广府新会的陆门黄氏安人；另一为1914年祖籍福建南安的 
       冼祖杏。
28    在怡保、太平、麻坡等大市镇均出现类似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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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帮群为单位的分区，（图6）反而维持19世纪以来的发展路径，因此20世纪的新山华
人社会关系，在某程度上，应可被视为是整合的。

图6： 1901-1942年绵裕亭义山各帮群墓碑分布图
注：一点代表一个墓碑

此外，新山华人社会帮群间的正面关系也可反映在绵裕亭的一块墓碑—“明墓”之上。
“明墓”是义兴遭政府解散后于1921年所建立，据说其中并无骨骸，而只是埋葬义兴神位等
物品的衣冠冢。“明墓”设立标志着义兴时代的结束，义兴公司在清盘时，其中的20,000元
余款最终被法庭宣判纳为宽柔学校的资产。宽柔学校是一所由新山五大帮群的商人共同建
立的学校，因此由五帮领袖所组成的董事会每年春秋二祭都会到“明墓”致祭。此一过程为
义兴到五帮权力的和平过渡，也标志着新山五帮共和时代的来临。

义兴解散后，负责管理义山的乾坤公司估计也遭到冻结。在此时期已有相当实力的各
帮商人则取而代之继续领导新山华人社会。1923年，两名潮籍领袖纪力豪与Heng Kit Chye
（音译王吉财）向柔佛法庭申请庭令，将义山地段归华侨公所管理。1925年，法庭委任客
帮的潘成容、Tan Boon Thye（音译陈文泰，或为潮籍）和华民政务官为义山产业的信托
人，义山正式由华侨公所管理。（郭鹤尧，1997：108-109）

 华侨公所是新山5大帮群共同建立的社会组织，由义兴最后一位领袖林进和与其他各
帮领袖于1922年共组。在华侨公所的组织架构中，各帮代表地位相等，成为超帮群整合的
华社最高机构。（白伟权 2011：115）从乾坤公司到华侨公所，也意味本由潮州人 (义兴) 
所有的义山，如今成为各帮共有的社会资产，勾勒出新山华人社会整合的关系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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喍ఈ喎ᄼ㐀
         总结20世纪墓碑资料的分析，发现：
1、 19世纪末期，其他小帮群和潮州帮群分享资源的现象，在20世纪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透过墓碑资料的分析，20世纪初新山地区由潮州帮群主导的地位已逐渐淡薄，帮 
        群间人口规模的差距缩小，华人社会逐渐呈多元化的风貌。
2、  20世纪初期，姑苏（或慎敬堂）及梨园相关墓碑的发现，显示出新山地区华人社会的经济 
       活动，除了热带经济作物的栽培与加工外，也出现需要较大商阈 (threshold)的服务业。华 
       人社会的经济结构，已呈现部门分工、产业多元化的 现象。
3、  潮州帮群主导地位减弱，产业活动趋向多元，加以义兴公司解散，管理义山的乾坤公司遭 
        到冻结，改由华侨公所管理，新山华人社会帮群互助共和共荣的趋势日益明显。

六、结语

碍于早期留下的文献较少，影响了人们对19世纪华人社会及人口发展面貌的认知，藉
由墓碑的普查或多或少能成为拼凑早期社会面貌的另一途径。一般上，义山的墓碑往往被
拿来当作是判定一个地方的大致开发时间，以及了解地方名人列绅生平的途径。但倘若大
范围进行搜集的话，更能够突破官方行政区或统计区的限制，使人可以得知地方人口及帮
群的变化趋势、性别比、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等具有讨论价值的社会性指标。因此在无资料
的情况下，墓碑为最好的替代性资料；即使在有资料的情况下，它也能辅助研究者在还原
一地早期社会面貌时，起画龙点睛的具体化效用。针对新山的案例，墓碑普查所能提供的
一些贡献如下：

1、 在人口方面，新山人口数以及帮群结构，在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的动态变化过程，有 
       了具体的表现方式。在19世纪中叶开埠初期，新山人口规模不大，且帮群单一，以潮 
       州人为优势。此后各阶段，新山人口呈倍增长，到了20世纪，可以明显看出新山人口 
       以及其他帮群的移民大为增多，其中又以广府人的增幅最大，跃升成为新山第二大帮 
       群。潮州人在此时期已非新山市街的优势群体，在帮移民人口的比例增加下，地位明 
       显淡化，新山逐渐呈现帮群杂异化的社会面貌。
2、 透过“㳉”墓的调查与统计，新山义兴的兴衰有了量化的表现方式。在19世纪高比例的“㳉” 
       墓说明了义兴在当时潮州人为主的新山华人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开始，“㳉”墓比例有降低的趋势，义兴的影响力明显下滑，此变化趋势与柔佛潮州人主导 
       的胡椒、甘蜜经济衰退，时间恰好相符。因此义兴在20世纪的没落，并不全然是1916年遭 
       政府解散的结果。
3、 经由“㳉”墓帮群比例的整理，有助于厘清早期与义兴有关系者的身分。在“㳉”墓的使用 
       者之中，有高达90％为潮州人，其他帮群虽然也有“㳉”墓的案例，但人数很少。此一 
       资料使得“新山义兴属于潮州义兴”的说法，有了明确的注脚。但是，有鉴于新山第二 
       大的广府社群无一人使用“㳉”墓，与义兴较无关系，显见，虽然 “新山潮州义兴能够容 
       纳其他帮群”，但却非每个帮群都必然与义兴有关，故此一论述仍有许多值得讨论之 
       处。
4、 有助于重新发现一些史料上没有记载，但又曾经在新山活动的组织与群体，如姑苏行 
       以及安定堂（胡梁伍列位先人坟）、古城会（刘关张赵坟墓）等组织。透过义山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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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无名墓的发现，可以唤起人们重新关注一些被世人遗忘，但却是在早期新山实际参 
       与开发及发展的先人。
5、 透过不同属性的社会团体墓碑，及其出现的时间，了解新山社会及产业发展的进程。 
       在19世纪所出现的总墓主要以地缘和血缘为主，到了20世纪则开始出现一些餐饮和娱 
       乐等与第三级产业相关的总坟。更重要的是，分别由不同帮群操作之餐饮娱乐等商阈 
       需求较高行业的出现，除展现华人社会经济结构逐渐成熟外，部门分工与产业多元化 
       的现象，也成为帮群间共存共荣的重要条件。
 
         综上所述，虽然义山墓碑能够有效解决一些文献资料上的不足，但它还是存在许多研 
究上的限制以及必须注意的问题：
1、  由于许多墓碑年代已久，经历风化、人为开发等破坏严重，加上有许多墓碑并无标示
       年代、祖籍等基本资料，增加了无效样本数，无疑降低样本数的效度。
2、  墓碑的调查结果无法代表绝对数字，只能反映人口变化和帮群组成的相对趋势。
3、  由于地方在拓垦初期，并不是每个人有能力立墓碑，因此无法反映确切的人口数，难以将 
        当时的人口与往后的墓碑资料比较。
4、  墓碑所反映的社会面相仍然有限，虽然在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能有所作为，但在出现其
        他资料时，它仅能作为辅助性的工具使用。
5、  义山范围大且偏僻，调查者的人身安全应为重要的考虑因素。此外，墓碑调查耗时耗力， 
        故较适合以团队的方式执行。

总体而言，一般人敬而远之，充满恐惧意味的义山，其实烙印了时间段中人—地关系的发
展轨迹，是一个华人市镇的宝贵资产。虽然无法用墓碑完整地呈现一地的社会面貌，但在无文
献资料的情况下，它却能够协助研究者大致拼凑出地方社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成为认识
早期地方社会的另一种途径。此外，不可忽视的是，不同的地方有其各自的区域体系及历史脉
络，故所拥有的元素也不尽相同，由义兴老义山所整理出的要点也并非各地都一样，同样地，
其他地方所具备的元素也未必出现于新山，因此义山的调查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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